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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预算最早源于澳大利亚 1984 年提出的

“妇女预算行动”，随着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在世界范
围内的发展与认同，“妇女预算”的分析框架逐渐演
变为社会性别预算。本文将就德国性别预算的发展
与实践提供一个概览式的个案解读：通过对性别主

流化框架下德国性别预算起源、发展与演化的历史
过程的系统介绍，展现德国性别预算的概念——思
潮——实践——模式发展历程；通过对柏林、慕尼
黑等地性别预算典型模式经验与实例的分析比较，

从政治框架、财政体系、性别研究等诸多方面对德
国性别预算模式进行剖析与解读；通过对德国性别

预算模式特点的归纳总结，汲取其中一些就我国性

别预算现状而言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性别预算

的推进提供借鉴。

一、德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况

性别主流化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工具，

而非目的，它将男女双方的经验、知识和利益应用
于社会发展过程。[1] 作为一个近年来在全世界推行

的策略，性别主流化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社会思潮
的影响下，联合国于 1979 年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1985 年，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
会将性别议题视为全人类的问题，要求各国政府将

性别意识纳入国家法律、政府政策。1995 年，在北京
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宗明义地提

出了性别主流化议题，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策略，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北

京《行动纲领》中。
在德国，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在二战后被写入了

德国宪法———《基本法》。《基本法》第 3 条明确规
定：“男女享有平等权利。”1990 年东西德统一之后，
宪法文本亟须进一步的修改与拓展。1994 年 10 月
27 日，政府在联合宪法委员会报告书的基础上，对

《基本法》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修改，其中也包括
对《基本法》第 3 条的补充：在第 2 款“男女享有平
等权利”之后，加上了“国家应促进男女平等的实际
贯彻，并致力于消除现存的一些不平等”。[2]

德国性别预算模式解读及其启示

邓 梵 蒋 莱

摘 要： 自 1984 年澳大利亚推行妇女预算行动项目，引入性别预算行动以来，性别预算在世界范围
内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与演化，已在全世界 70多个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实施，德国便是其中之一。作为
开展性别预算诸多国家中的佼佼者，德国自上世纪 90年代起便结合本国国情，在柏林、慕尼黑等地对
性别预算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与尝试，并将其落实到法律政策制度、国家机构和工作管理
机制以及社会性别分析体系等层面。 相形之下，我国的性别预算起步较晚，其制度模式与分析体系仍
有待完善，德国的经验对我国性别预算的自主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关键词： 德国性别预算；性别主流化；性别分析；性别统计
DOI编码：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4.015 收稿日期： 2013-06-10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3）04-0090-07
作者简介： 邓 梵，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2013届法学学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2013届文
学学士；蒋 莱，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领导、公共政策。
201620

90— —



1997 年，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将平等政策作
为欧盟基本原则之一，并特别强调了性别主流化策

略的重要性。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也加入了该条
约，并开始在相关领域出台性别主流化政策。[3]

二、德国性别预算模式解析

1. 社会性别主流化框架下的性别预算

1999 年 6 月 23 日的内阁会议上，德国联邦政

府在《基本法》所规定的国家目标的基础之上，承认
男女间的平等是国家行为的普遍指导原则，将性别

主流化策略的使用定为国家任务。1999 年 12 月起，
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现代国家—现代管理”政府计
划，并将性别主流化作为政府计划的一个指导思

想。2000 年 5 月 24 日，德国联邦家庭、老年、妇女和
青年事务部领导下的性别主流化部际工作组由联

邦政府成立，负责性别主流化策略、方针、政策的研
究和提出、实施和督导，性别主流化策略开始成为
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部分。2000 年 7 月 26 日，修订后
的联邦各部的联合议事程序（Gemeinsame Gesch ft-

sordnung）第 2 条指出：“男女间的平等是一致的指
导原则，联邦部门应在各自政治、立法与行政行为
中将其落实。”[4]

从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到走向事实上的性别

平等，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总体是朝着一个积极

方向在发展。归纳而言，性别主流化在德国的发展
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法律上的保障、纲领性
政策的提出以及组织结构的完善。这些举措使性别
主流化的概念落实到了制度架构，为后来性别预算

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预算制度是德国财政制度中最核心、也是规定
最严格的制度。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州、
市镇三级管理体制，1990 年东西德合并后，全联邦

共设置 15 个州，其中包括汉堡、不莱梅、柏林三个
直辖市。各州拥有各自独立的法律。州以下设置市、
县、乡镇等地方政府，共计一万五千余个。在这种行
政体系下，德国政府采取财政分级管理模式。各级
政府均有自己独立的预算，即联邦、州、市镇三级预
算，分别对各自的议会负责。德国《基本法》对这一
体制和财政组织机构的设置均作了明确规定。[5] 39-41

欧洲委员会对性别预算的定义是：“性别预算
是性别主流化在预算程序中的应用，这意味着把性

别视角纳入预算程序的所有层面，对收入和支出进

行重组，以促进性别平等。”[6] 36 在德国，性别预算同

样被作为实现性别主流化的途径之一，通过对公共

预算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性别主流化的原则被运用

到财政与预算政策上，即被运用到公共资金的收入

和支出上。
2. 德国性别预算的发展及其实践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德国开始出现将性别关

系纳入财政预算的政治倡议。柏林的女性政治家与
说客试图将性别因素纳入本地的预算政策。在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市，当地的妇女倡议会

“黑寡妇”（Schwarze Witwe）就曾以赤裸裸的数据比
较，指出国家财政支出中仅有极少一部分用于对受

性侵犯少女与妇女进行心理与行为指导，并将此作

为旨在提高财政预算中对妇女项目支出的议题。这
一举措成为后来被作为政策起草的“性别预算”的
雏形。但性别预算政策在当时德国的国家结构中，
仍是一个性别政策上的陌生词汇。
本世纪初，随着性别预算策略的作用在国际讨

论中得到证实，明斯特的实例也经由非政府组织妇

女论坛（NRO-Frauenforums）的大力介绍，逐渐变得

广为人知。民间组织要求政府将政策中的性别影响
透明化的政治意愿日益强烈，促成了柏林性别平等

预算倡议会（Initiative für Einen Geschlechtergerecht-
en Haushalt in Berlin）的成立，标志着德国性别预算

实践的发轫。目前，德国的性别预算活动主要在柏
林和慕尼黑市开展。[7]103

柏林是德国实行性别预算的联邦州中的先锋。
2001 年 5 月，柏林性别平等预算倡议会成立，这一

组织致力于性别预算在柏林的引入与发展，通过游

说与批评使性别预算策略在地区、州及国家层面上
得以贯彻实施。2001 年州选举前夕，该倡议会向柏
林的政党与公众递交了一封署有柏林 104 名个人

与 26 个组织名字的公开信，性别预算由此成为接

下来选举中的纲领性议题，成为正式的政治问题。
2002 年夏，柏林议会与政府制定了引入性别预

算的议会决议，柏林的红红联盟政府（社会民主党 -

左翼党联盟）开始对“柏林性别平等预算倡议会”等
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换届选举前提出的要求进行研

究。[7]105 同年 6 月，柏林议会通过了关于“使用性别
主流化（性别预算）财政 / 政治工具”的决议，决定在
柏林实施性别预算，并将性别主流化与性别预算的

概念写入了州法律，这为后来性别预算的实施奠定

了坚实基础。[8] 2 2003 年，柏林性别主流化委员会成
立。[9] 同年 7 月，由市政府相关部门、议会、城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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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组织代表组成的性别预算部际工作组由市财

政部牵头成立。[10] 柏林政府开始着手性别预算在试
点阶段的实施，一些区级政府也参与了进来，如柏

林的利希滕贝格区，后来成为德国性别预算实施较

为成功的典范。2004 年 12 月柏林市财政部发布了
2006 年至 2007 年的年度预算案，其中便包括了公

布性别敏感（性别预算）数据的要求。[8] 2

2006 年适逢柏林两年财政框架计划制定之际，

在市财政部的要求下，各部级单位对在预算中引入

性别影响分析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2007 年，由政
府制定并递交给市财政部的预算案中列出了各种

按性别区分的数据（Gender Disaggregated Data）。同
年 9 月，在政府主持的对议员的宣讲会上，政府社

会性别分析报告结果在议会的普通预算讨论程序

中得到了讨论。[8] 3

柏林性别预算的核心工具中，使用最多的是演

变自埃尔森七种性别预算工具之一———“分析按性
别区分的公共支出”的用户统计。[11] 4 在预算过程中
采用该用户统计是柏林性别主流化与性别预算过

程的首要任务，也是分析性别影响以确立性别预算

政策目标的第一步。性别预算所要求的系统的社会
性别分析，一方面是基于一个国家的妇女研究和性

别研究，另一方面是以社会性别统计为先决条件。[12]2

按性别区分的统计数据为评估预算是否具有性别

平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以此为基础的性别影

响评估，是确立具有特定性别目标的预算政策从而

有效调控预算的关键。
比如，在柏林的一个区，所提交的分析报告表

明，在全部支出的资金中，62%是男性获益，另 38%

是女性获益，从比例上看，几乎只是男性从事的足

球运动，花费了最多的钱。根据这一项提交给议会
的分析报告，议会作出决定，在下一年度的预算中，

不为体育协会所提出的为踢球者改善草坪的要求

提供资金，而是决定投资于一座更多为女性体育参

与者所使用的体育馆。[12]2

又如，从利希滕贝格区性别预算收益分析表中

可以看出，在该区城市图书馆书刊借阅一项上女性

占 63.90%，男性占 36.10%，也就是说，使用该区图

书馆的大多为女性。根据这份提交给议会的分析报
告，议会也可以作出为男性阅读计划提供资金的决

定，让图书馆将来对男人更有吸引力，使他们的受

教育机会不少于女性。故男性同样可以从争取性别
平等的策略中获益（见表 1）。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性别公正地分配资金并

非是指资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按 50%流向男性、
50%流向女性的方式分配，而是强调特定社会状况

下的男女关系，以及存在于这些关系中的不平等。
如表 1 中，继续教育中的两项均是女性占多数，这

并不意味着分配上的不公。女性需要更多的成人教
育，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常会因产假而中断；女性，

尤其是单身母亲更需要从教育服务中受益，因为社

表 1 利希滕贝格区性别预算收益分析

资料来源 ：Ute Weinmann.Implementierung von Gender
Budgting im Land Berlin. La Conferencia andaluza de E-
conomíay Presupuestos en clave de Géner,2007.

产品名称
适用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商业发展

贸易/商业执照 22.40 77.60

贸易/商业法律登记 22.40 77.60

城市图书馆

书刊借阅 63.90 36.10

音乐学校

音乐教育 56.00 44.00

音乐活动 64.00 36.00

继续教育

教育中心——法律或政策所
规定的语言融合课程

68.00 32.00

讲座 （课程 、培训 、个人活动 、
语言测试 、教育咨询 、展览项
目等）

75.00 25.00

文化活动办公室

文化项目推广 60.00 40.00
第三方的文化供应———提供
基础设施

60.00 40.00

本区历史 51.00 49.00

文化供应 62.00 38.00
健康咨询 、卫生保健 、心理援
助、健康保障

危机干预，包括危机调停 70.70 29.30

心理—社会保健援助机构 63.00 37.00

对残疾人士、慢性病及精神病
患者、吸毒者进行救助的专业
技能

44.40 55.60

就感情关系 、性 、怀孕等问题
进行援助的咨询援助机构

86.00 14.00

对残疾人士及慢性病患者的
咨询援助机构

57.60 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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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男孩会对下列哪些方面感兴趣：（1） 宽敞的、现代

化的空间；（2） 希望不被打扰并快速找到信息；（3） 互联网端
口、报纸、杂志；（4） 当前热门的专业书籍；（5） 有声书籍；（6）
工作和阅读座位；（7） 男人喜欢别人向他们借阅。

资料来源 ：Klaus Feiler.Die Integration von Gender Bud-
geting in die Berliner Haushalts- und Finanzpolitik. Konferenz，
Gender Budgeting in Praxis und Theorie,2010.

图 1 利希滕贝格区图书馆:对提高图书馆吸引力

（特别是对于男孩和男人）的分析

会规范决定了她们生育抚养孩子的责任。
其次，社会性别统计并非在原统计指标上简单

地加上性别项目便可以完成。例如，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区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者中女性远多于男人的

数据，但如果考虑更多的范畴，如年龄群体、读者背
景等，数据会产生变化。在公民对阅读的态度上，若
特定年龄群体的男性公民认为阅读太“女人气”，怎
么做才能让图书馆吸引他们？另外，德国是一个移

民大国，在柏林的一些区，相当一部分人有着移民

背景，来自移民家庭的男生在有学业问题的学生群

体中往往占据多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应有助于公
共教育，尤其在提高儿童与青少年的阅读技能方

面，忽略来自移民家庭公民的特殊处境可能会加深

社区内的隔阂，甚至会限制这一社会群体男女受教

育的机会。[11]10 这表明，在真正测量男女两性的社会
差别，揭示现存的性别歧视与不公上，一个孤立的

社会性别统计在方法上是不完美的，当讨论到谁需

要怎样的支持，仅限于计算男女用户的性别预算过

程不会得出合理的结果。正如柏林性别办公室主
任、政治学家弗莱博士（Dr. Regina Frey）所认为的，
性别预算不仅包括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还应考虑

到男女中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处境，兼顾社会正义。[11]11

故社会性别统计应是多方面的统计，但这在实践中

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利希滕贝格区在这方面的工作
较为领先，政府的性别预算分析报告中即体现了兴

趣、年龄及移民等因素（见图 1、图 2）。

如今，性别预算在柏林的实践已超过十年，政府

通过对音乐学校、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所、流动人口
援助等方面进行性别分析和预算调控，不仅提高了预

算过程的透明度，更实现了公共服务项目的均衡化。
慕尼黑的性别预算实践始于本世纪初，公民组

织的活跃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慕尼黑性别预算
倡议会（Gender Budget Initiative München）是一个由
该市志愿者所组成的民间团体，其成员有着不同的

社会背景，他们来自女权主义团体、绿党、社会民主
党、市政当局以及市议会，该组织是推动慕尼黑性
别预算活动的主要民间力量。2002 年 11 月，慕尼黑
市议会计划大幅削减对妇女儿童机构的开支，该倡

议会随即对此作出抗议，要求市议会发展性别预算

的概念并将之付诸实施，并要求提高预算编制过程

中公民的参与。此后，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对慕尼黑
市性别预算概念的发展。[7] 106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
府参与程度有限，故没有太多实际的预算政策出台。
慕尼黑性别预算发展的突破是在 2006 年 11

月 21 日，市议会通过了在慕尼黑引入以产品为导

向的新预算决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对不同目标

群体的性别平等预算计划的基础工作，以及在负责

产品调控的单位与财政局设立项目专员岗位。2009
年市议会决定将项目专员岗位转成固定工作岗位，

其工作任务集中在以产品为导向的预算框架下，以

图 2 利希滕贝格区某儿童游乐场：

对日平均使用人数（儿童）的分析

资料来源：Klaus Feiler.Die Integration von Gender
Budgeting in die Berliner Haushalts- und Finanzpolitik.
Konferenz，Gender Budgeting in Praxis und Theori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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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为目标的预算调控。该计划于 2009 年初
步启动，并在四个领域进行试点：该市实科中学、进
修部门、改善自行车交通的交通规划以及对自主创
业的赞助，选择试点领域的标准是试点所提供的工

作服务具有性别权能且结构上有所不同。试点的第
一阶段于 2011 年 12 月 31 结束，第二阶段的法案

执行到了 2012 年 3 月。[13]

平心而论，慕尼黑的性别预算实践主要是对一

项具有性别因素的财政政策的贯彻，它不像柏林那

样系统地将性别信息反映在财政预算里，形成了对

市预算的根本性改革。但这项措施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一方面，对城市所提供产品的不同分析使有

限的预算资金得到了针对性的投入，提高了预算资

金分配的透明度；另一方面，目标群体获得了比以

往更多的关注，行政管理行为的质量通过持续不断

的检验得到了改善。
3. 德国性别预算模式总结

柏林作为“次国家”的联邦州，其性别预算模式
可以说是德国性别预算模式颇有代表性的反映。笔
者将柏林性别预算模式概括为图 3。如图 3所示，议
会、政府、柏林性别主流化委员会形成了自上而下
层层负责的关系。柏林性别主流化委员的职能类似
联邦家庭、老年、妇女和青年事务部领导下的性别
主流化部际工作组，它在政府的委托下直接负责性

别主流化政策，包括性别预算政策在柏林的实施工

作，这大大增加了行政管理的幅度与政策执行的效

率。由市财政部牵头、不同背景的代表组成的性别
预算部际工作组则自下而上地向性别主流化委员

会提出性别预算方案。在这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模式下，政府各层级之间、政府各部门之
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密切配合，协调统一，共同推
进性别预算的实施；NGO 组织、高校等研究机构、社
会公众监督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翼或助推，而

是制度化地被纳入性别预算决策体系里，成为柏林

性别预算模式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图 3 还可以看出，柏林性别预算模式的运作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和行政领导层的投入：政府

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之上，为推动本地性别预算的实

施而积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强有力的社会团体、
公民组织，以及身居市政府、市议会、市财政部、区
议会、区预算部门要职并且具有相当性别意识的政
治家与行政官员对性别预算策略的支持是保证性

别预算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自明斯特的行动开始，德国性别预算的发展与

大多数实施性别预算的国家一样，历经了从“妇女
预算”转变的缓慢过程。虽然拥有像柏林这样成效
显著的实例，但在德国国家层面，性别预算的实施

仍进展缓慢。时至今日，性别预算仍未完全涵盖联
邦的整个预算过程，只有少量城市和乡镇贯彻着性

别预算的策略。在州的级别上，也只有柏林市政府
将这个原则纳入了预算的编制、通过与实施过程
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模式。而联邦层面、其他
联邦州以及大部分城市与乡镇仍然是止步不前。
性别预算在联邦层面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由于

缺少最高政治领导层的支持，虽然施罗德领导下的

红绿政府曾在政府的调查报告中得出性别预算在

联邦层次上具有可行性的结论，但在默克尔领导下

的黑红政府却以官事开支太大为由将该议题搁置，

此举遭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鉴于当前的经济形
势与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事实，政府确实无法提供

足够的财政资金推行全国性的性别预算政策。而且
不仅仅是联邦政府，大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接受并实

施性别预算策略依旧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性别预
算在联邦层面缺少统一的性别预算实施标准，在促

进公民参与的办法与实现公开透明的措施上存在

困难，导致性别预算在联邦层面上的实施还无法形

成一系列具体化的措施与框架条件。
即使是在性别预算发展最领先的柏林，挑战依

然存在。性别预算自身的“软政策”倾向决定了社会图 3 柏林性别预算模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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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统计的领域多为与健康、教育、青年人、老年人
相关的社会政策等方面。在柏林，按性别区分的公
共开支仍被作为实施性别预算最主要的办法，性别

预算的一系列工具，以及无酬劳动、国家收入、从分
析到制定目标政策间的转变等重点议题遭到忽略[14] 21，

从而导致性别预算在其使用领域内的局限。

三、德国性别预算实施效应及其启示

尽管未来的发展存在各种困难，但仍不可否认

德国的性别预算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德
国性别预算模式是性别主流化框架下的性别预算

策略与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
种与国情相适应的对预算的系统分析、调控与评估
形式，不仅实现了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提

高了国家财政的透明度，还在预算编制、执行、公开
过程中，以及所有与预算相关的措施上，系统检验

了收入与支出对男女，以及对所有社会人的经济效

应，完善了国家福利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资源

的分配，促进了社会正义。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

开后，中国便承诺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并逐步接

受性别预算的概念，开展了一些分项目、分领域的
性别预算试点。2005 年张家口市在其妇联的推动
下，启动了国内第一个参与式性别预算的改革试

点，在贫困地区的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与性别
预算相关的调研工作，并撰写了调研报告。2009 年，
焦作市财政局启动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改革试
点，通过政府文件部署性别预算工作。2010 年以来，
浙江温岭市结合该市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制度

的基础，先后在温岭市温峤镇和新河镇引入参与式

性别预算的改革实验，通过就性别预算主题的民主

恳谈，温岭市加大了对幼儿教育、妇女活动、女性健
康、村文体场所和文体活动的经费投入。
张家口、焦作和温岭模式分别代表了中国性别
预算发展的三种途径：一是由各级妇联推动实施的

性别预算改革；二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要是财政

部门推动的性别预算改革；三是由地方人大主导的

性别预算改革。[15] 但这些改革多流于形式，并没有
形成预算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缺乏完善的法律政
策制度、国家机构和工作管理机制、社会性别分析
体系，是我国性别预算开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障碍，

而德国性别预算实施对我国自主推行性别预算试

点与改革的启示也正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性别主流化的发展目标纳入国家的发

展目标，强化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在性别平等上的

赋权性，确保性别预算的实施力度。我国的一些法
律政策存在社会性别盲视，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在

内的性别平等法律政策仍缺乏权威性和可操作

性。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地位认识不足，政府部
门，特别是决策者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导致对性别

主流化策略在中国的推动力不足。[16]135

第二，性别预算应制度化地落实在行政管理

中。只有当系统建立性别专门知识并将其纳入行政
管理的职责得以明确时，性别预算才能在行政管理

中得到长期执行。德国联邦层面有专门负责性别平
等促进工作的部门，柏林更是在制度上形成了集政

府合作与公民参与于一体的性别预算体系，这使得

性别主流化与性别预算的概念落实到了具体的人

力与组织框架内。相形之下，我国国务院虽设有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但尚不是一个能领导全国性性

别平等促进工作的机构。其协调议事机构的职能决
定了其松散的组织形式和兼职的工作性质，加之该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非政府组织———全国妇联，也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层面的性别平等机构的权

威性和影响力，显现了社会性别问题在我国边缘化

的尴尬处境。[16]135

第三，建立科学的社会性别分析体系。性别预
算的基础是社会性别统计，实施性别预算必须先将

性别指标纳入常规统计，这不仅要求对所收集的数

据进行科学系统的社会性别分析，还应考虑到产生

性别偏见的因素，在数据收集和表达中所使用的概

念和方法，应充分反映社会上的性别问题。对公共
预算的社会性别分析在国内还很少开展，这一方面

与常规报表已有项目的局限、以经济和以部门工作
业绩为中心的统计传统、专业部门与人员社会性别
意识的欠缺等因素有关。[17] 32 另一方面，忽略对适用
于本国的性别预算工具的开发，导致科学的系统分

析、控制与评估在我国性别预算程序中的缺失。

四、结语

预算是国家与政府意志的体现，它以具体数字

的形式说明了实际中的优先选项，表明了社会的权

力关系与价值观念。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性别预算
在性别主流化的框架下，评估了公共预算对男女生

活条件的不同影响，反过来也深化拓展了性别主流

化的内容，促进了社会公正。德国的性别预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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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German Gender Budgeting System
DENG Fan, JIANG Lai

Abstract: Since the Woman’s Budget in Australia was carried out in 1984, gender budget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more than 70 countries. Germany is the leading country when it com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budgeting

today. Gender budgeting, which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s suited to Germany’s condition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Berlin, and later in Munich, since the 1990s. Gender budgeting in Germany is fixed in laws and

policies, state institutions and administration, and a gender analysis system. In contrast, gender budgeting in China

developed late and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through institutions and analysis. As such, the German

experience provides invaluable reference points for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budgeting in China.

Key words: Germany; gender budget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gender analysis; gender statistics

告诉我们，性别预算的引入和实施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除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需要政治与行

政上的支持、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公民社会组织
孜孜不倦的工作以及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上的不断

改进，在开展具体工作中更应结合本国具体国情、

实际需求以及社会结构等。虽然性别预算在我国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未来的发展道路仍是崎岖的，

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无论是对于我国性别预算的

制度模式与分析体系的完善，还是对于我国性别预

算自主开展的促进，都是极有现实意义与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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